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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础设施的扩能投资可能会重塑经济活动。利用 2007 年第六次铁路大提速这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

面板数据结合双重差分的思想对第六次铁路大提速给城市服务业发展带来的影响进行探究。研究结果表明: 此次提

速中受益的城市在服务业发展上相对领先于未受益的城市，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该结论依然显著成立。应进一步加

大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比较薄弱的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以创造良好的发展基础，促进服务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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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近 40 年的飞速发

展，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这种快速的发

展主要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为主。在廉价劳动力

优势逐渐降低、出现 “刘易斯拐点”的背景下［1］，

我国加快结构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使

经济增长的动力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过渡，大力

发展现代服务业。然而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在生

产性服务业带动整体经济发展上，我国仍然相对落

后［2］，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尤为重要。党的十八大以

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指引下，我国服务业全面快

速发展，规模持续扩大，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

新兴产业蓬勃兴起。服务业在优化结构、提高质量、

促进就业、拉动消费、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新引

擎［2］27。2018 年服务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更是达

到了 59. 7%。生产性服务企业因其服务的专业化和

即时化特点，倾向于在交通发达的城市集聚［3］。我

国拥有规模庞大的铁路网络，2007 年实施了第六次

全国铁路大提速，铁路基础设施的改善为城市服务

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本文将其视为一项在交

通基础设施上的扩能投资，运用 “双重差分模型”
( 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 比较位于受影响与

未受影响的铁路线上的城市在提速前后服务业增长

上的差异，检验第六次铁路大提速给服务业的发展

带来的净效应①。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机理

( 一) 文献综述

交通基础设施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论是

历史变迁，还是在现实发展中，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国内外

学者多以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效应为切入点展开，

普遍肯定交通基础设施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完善

的交通基础设施能助长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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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叶

昌友、王遐见［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西部各省经济要

取得发展须有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

能加快区际贸易的发展，进而通过高效的区际贸易

流转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高效的交通网络也

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铁路提速对沿途企业的技

术进步和效率改进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全要素

生产率的增长。然而，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给经济

发展带来一定的正向影响背后也存在一些问题———

在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拉大区际经济差距，产生极化效应。王垚、年猛［5］

甚至认为在当前我国经济整体放缓背景下，短期内

高速铁路并没有起到经济增长效应。一些学者研究

也发现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地域的异

质性。李新光、黄安民、张永起［6］认为高铁对经济

发展程度不同的城市的影响表现出显著差异; 杜兴

强、彭妙薇［7］从四大经济区的角度上考虑了这一问

题，认为高铁开通有利于高技术劳动力流向东部地

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造成东北老工业区高技

术劳动力的流失; 白云涛、张芬［8］将研究区域划分

为东、中、西部，认为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在

区域之间的差异不仅表现在数量上，也表现在质量

上。也有一些学者将研究方向放在产业层面上。来

逢波、刘春梅、荣朝和［9］认为高速铁路的建设及运

营不但能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也能促进产业结构的

转型升级，对第三产业的影响较为缓和且具有持续

性; 邓明［10］认为交通基础设施可以提高第二和第三

产业的就业，城市间交通基础设施和劳动力就业密

度显著正相关。

( 二) 理论机理

本文首先对服务业进行定义，借鉴高翔、龙小

宁、杨广亮［11］一文，服务业，又称第三产业，是不

直接生产物质产品而为企业和居民提供生产性和消

费性服务的经济部门。根据国家 2003 年印发的《三

次产业划分规定》及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 GB /

T4754－2002) ，服务业划分为 15 类: 农林牧渔服务

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

服务和软件业; 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 金

融业 ( 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其他金融活动) ;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

务和地质勘查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卫生、社会保障和

社会福利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和社

会组织、国际组织。

高效、完善的交通网络加快了区际贸易流转、

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高技术人才的往来交流，同时降

低交通运输成本，压缩地域和时间上的距离。跨地

的高级人才交流学习与生产要素的流动也会集聚于

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的区域，形成现代化、专业化、

高效化的城市服务业规模经济。因此，本文认为在

2007 年的第六次全国铁路大提速中受益的城市会因

为其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营造出一个良好的经济发

展环境，进而促进城市服务业的发展。

二、识别策略和数据来源

( 一) 识别策略介绍

本文的目的是研究第六次铁路大提速对服务业

发展的影响。可能存在的问题是此次铁路提速线路

的选择受一些不可观测变量的影响而造成样本选择

性偏误，但是可从两方面来说明本文的研究中样本

选择性偏误问题是不存在的。首先，所有的提速都

是在现有的铁路线上实施的，从而减轻了对提速铁

路选择问题的担忧; 其次，由于提速的选择主要依

赖于现有铁路所连接的大城市，对于线路中间的城

市，可以将其视为接受了一项外生政策冲击。如京

沪线，两端分别是我国的特大级城市北京和上海，

也是两大城市经济圈———京津冀区和长三角区，为

协调一体化发展，它们之间的铁路线提速升级必然

优先考虑两大经济圈的发展。

DID 模型中实验组和控制组的设定如图 1 所示。

假设城市 A 与 B、C 之间有两条铁路线———线路 1

和线路 2，其中线路 1 中有 3 和 4 两个城市，线路 2

中有 1 和 2 两个城市。可能是由于国家的长远铁路

规划，将连接 A 与 B 城市的线路 1 进行提速升级，

即可将此时线路 1 中的 3 和 4 两个城市作为实验组，

因为这两个城市受到了铁路提速升级的影响。相对

于线路 1 来说，连接城市 A 和 C 的线路 2 并没有被

选中进行铁路提速升级，因此可将线路 2 中的城市

1 和 2 作为控制组，其高速列车的通行在提速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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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基本不受影响。

图 1 双重差分模型中实验组和控制组

Fig. 1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in DID model

( 二) 数据

1. 数据来源

铁路数据来源于历年的 《中国统计年鉴》与

《铁道统计公报》。由于数据的原因剔除了新疆、宁

夏、青海、甘肃、云南、广西、贵州、海南。这些

省 ( 自治区) 当中受 2007 年铁路提速升级的影响

的是甘肃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兰新线) ，由于

这两省数据缺失严重，所以予以排除; 删除青海、

云南、广西、贵州、海南，因为样本对因果效应识

别影响不大，有更发达的城市作为控制组样本 ( 如

果符合正向效应预期且稳健，这就说明删掉这些样

本对本文研究结果基本无影响) ; 由于西藏第一条

铁路通车是在 2006 年，并且西藏有着较发达的旅游

资源，当地旅游收入占当地 GDP 相当大的比重，将

其归入实验组可能使模型估计出的 2007 年铁路大提

速的因果效应有偏 ( 可能存在高估情况) ，所以剔

除西藏藏族自治区; 为了尽量保证实验组和控制组

较小的系统性差异，考虑到广东省现实的经济发展

状况，除三个进入实验组的地级市，将其剩余城市

纳入控制组可能使估计结果有偏，所以将广东省样

本排除。
2007 年铁路提速总共涉及到 11 个省和 4 个直辖

市，省会城市和直辖市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强劲的

现代化服务业发展潜力，将这 11 个省会城市和 4 个

直辖市纳入实验组会存在严重的系统性偏差，进而

对识别的因果净效应造成偏差，故将每个样本省的

省会城市及四个直辖市剔除。最后，本文包含 2000
－2016 年的 187 个地州级城市的数据。城市经济数

据来自历年 《地级市统计年鉴》 《EPS 数据库》与

《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等。
2． 数据统计

表 1 为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服务业产值增

加值占 GDP 比重: 反映服务业在当地经济增长中的

贡献。服务业从业人数: 反映该行业中专业劳动力

生产要素的供给。专业的劳动力往往代表高水平的

技术素养和专业知识，对于发展中国家，先进的专

业知识和技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地区年

末总人口: 不仅反映该地区人力要素的禀赋，也反

映当地的市场规模水平，在服务业的发展上较为明

显，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当地的市场潜力水平。地区

生产总值: 不仅反映当地的经济活动规模，也反映

面临的经济发展环境。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 不

仅反映当地劳动力要素结构，也反映当地在科技创

新领域的发展前景。客运总量: 是当地基础设施完

善程度的侧面反映。固定资产投资额: 大规模的投

资可以改善服务业发展所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
3. 城市服务业发展趋势

如图 2 所示，实验组和控制组城市的服务业在

2000－2007 年之间呈现较为平缓的发展趋势，2007－

2016 年整体呈现出上升态势 ( 服务业产值增加值占

GDP 比重) 。2004 年之前实验组和控制组有着良好

的平行趋势，2004－2007 年之间实验组和控制组在

城市服务业发展趋势上存在较小的差异但基本满足

平行趋势。2007 年我国实施了第六次铁路大提速，

可以看出从 2009 年以后实验组的城市服务业发展要

明显快于控制组，这可能正是 2007 年的第六次铁路

大提速带来的影响。

三、实证与稳健性检验

( 一) 模型设定

采用面板数据结合 “双重差分模型”来估计我

国 2007 年第六次大提速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回归

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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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_ growthit = β0 + β1 treatedi* yeart + β2 treatedi + β3yeart + β4X it + cityi + μit ( 1)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 1 Variabl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 定义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s_ growth 服务业产值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34. 933 6. 678 8. 500 67. 330 3 174

s_ pop 服务业从业人数 /万人 17. 570 9. 897 3. 410 87. 007 3 174

t_ pop 地区年末总人口 /万人 427. 267 234. 492 69 1 259 3 174

gdp 地区生产总值 /万元 1. 043 1. 292 119 870 1. 551 3 174

student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 /人 36 711. 810 40 231. 770 0. 000 340 875 3 121

invest 固定资产投资额 /万元 6 966 904 8 529 799 49 835 7. 450 3 173

trans 客运总量 /万人 7 111. 228 6 504. 379 155 104 902 2 799

注: 本表系作者整理而得。

图 2 城市服务业发展趋势

Fig. 2 Development trend of urban service industry

其中，s_ growth 为服务业产值增加值占 GDP 比

重; treated 为虚拟变量，若某城市受到铁路提速升

级的影响，则 treated = 1，否则 treated = 0; year 为时

间，时间跨度是 2000－2016 年。将 2007 年的铁路大

提速作为政策冲击点，若在 2007－2016 年间 year =

1，2000－2006 年间 year = 0; xit为协变量，包括t_ pop
( 年末总人口) 、s_ pop ( 服务业从业人数) 、trans
( 客运总量) 、GDP ( 地区生产总值) 、invest ( 固定

资产投资额) 、student (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 、
cityi为城市固定效应。其中β1 为在控制相关变量之

后，采用 DID 思想识别出的第六次铁路大提速给我

国城市服务业发展带来的净效应。

( 二)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表 2 是双重差分基准模型回归结果。列 ( 1) －

( 3) 为去除掉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样本。在控制了

时间固定效应与城市固定效应的基础上，列 ( 1 )

未含 有 关 控 制 变 量， treated * year 估 计 系 数 为

1. 257 7，并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但其存

在遗漏变量问题; 列 ( 2) 中加入经济变量如地区

年末总人口、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地区生产总值、

固定资 产 投 资 额 以 后， treated * year 估 计 系 数 为

0. 535 5，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列 ( 3) 加入

客运总量和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后，treated* year

估计系数为 0. 486 9，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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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显著性有所下降，但是可以肯定存在这种外生

冲击的净效应。

同样地，本文也将未删除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

样本进行了回归。在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与城市固

定效应的基础上，列 ( 4) 未含有关控制变量，其

treated* year 估计系数为 1. 344 4，并且在 1%的显著

性水平上显著; 列 ( 5) 中如上也加入经济变量如

地区年末总人口、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地区生产总

值、固定资产投资额以后，treated* year 估计系数

为 0. 621 8，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列 ( 6 )

加入客运总量和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后，treated
* year 估计系数为 0. 522 6，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

显著。

根据两个样本的回归结果，和含直辖市和省会

城市 样 本 相 比，未 含 直 辖 市 和 省 会 城 市 样 本 的

treated* year 系数整体偏低。因为含直辖市和省会

城市样本存在较大的系统性偏差，高估了此项外生

政策冲击带来的效应，因此回归结果以未含直辖市

和省会城市的样本为准。

表 2 DID 基准回归结果

Tab. 2 DID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

注: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 0. 1，＊＊p＜ 0. 05，＊＊＊p＜ 0. 01，结果由 Stata14 计算而得。

( 三) 平行趋势假设检验

正确运用双重差分思想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保证

实验组和控制组在外生冲击之前没有系统性的差

异②。如表 3 所示，将删除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样

本进行检验，并且列( 1) －( 2) 都控制了时间固定效

应和城市固定效应。外生冲击是 2007 年的第六次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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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大提速，因此 2007 年应该作为基准时间点。列

( 1) 中没有控制相关控制变量，在 2007 年前交乘

项 treated* year 系数都不显著，从 2011 年开始交乘

项系数为正并且显著; 列 ( 2) 控制了相关的控制

变量，在 2007 年前交乘项系数基本上都不显著，从

2012 年开始至 2015 年交乘项 treated* year 系数为正

并且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政策的滞后效应所引起。

因此可以很好地说明实验组和控制组较好地满足平

行趋势假设，进一步说明了基准回归的可靠性。

表 3 平行趋势假设检验

Tab. 3 Parallel trend test

注: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 0. 1，＊＊p＜ 0. 05，＊＊＊p＜ 0. 01，结果由 Stata14 计算而得; 平行趋势假设检验的控制变量为年

末总人口 t_ pop，服务业就业人数 s_ pop，地区生产总值 gdp，固定资产投资额 invest，客运总量 trans，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

数 student。

( 四) 稳健性检验

为增加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说服力，考虑从三

个方面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分别是: 反事实思想;

删除实验组中处在省会城市或直辖市方圆 100km 范

围内的地州级市; 考虑自 2007 年以来各城市建设

“高新技术开发区” ( HTZ) 的影响。
1. 运用反事实思想

本文以我国 2007 年的第六次铁路大提速为准自

然实验来探究其对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因果效应。以

上的基准回归表明确实存在这种因果效应，但可能

忽略的问题是，这种因果效应是否是 2007 年的第六

次铁路大提速所带来的? 借鉴范子英、田彬彬［12］的

思想，考虑将政策冲击点提前 1 至 3 年，若回归结

果不显著，则可以认为这种因果效应确实是由 2007

年的第六次铁路大提速带来。

如表 4 所示，did－1、did－2、did－3 ( did 为交

乘项 treated* year) 分别是政策冲击点提前 1 年、2

年和 3 年，分为未含省会城市与直辖市与含省会城

市与直辖市的两个样本来检验。控制时间固定效应

与城市固定效应，同时控制相关控制变量，d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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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2、did－3 的估计系数都不显著，特别是 did－3

的系数不显著，说明 2004 年的第五次全国铁路大提

速没有带来对城市服务业发展的促进效应，更好地

说明此因果效应确是 2007 年的第六次铁路大提速带

来的，使结论更加可信。
2. 删除实验组中处在省会城市或直辖市方圆

100km 范围内的地级市

特大城市如直辖市等一些省会城市由于强大的

经济实力，其经济圈内的地级市必会受到经济 “溢

出效应”的影响，如果这些受到溢出效应影响的地

级市正好处在实验组，会使估计结果产生偏误。因

此，考虑删除实验组中处在省会城市或直辖市方圆

100km 范围内的地州级市③，以确保较为 “干净的”

识别结果。为了得出更一般性的结果，此处检验只

使用未含省会城市与直辖市的样本。如表 5 所示，

在控制时间固定效应与城市固定效应基础上，列

( 1) － ( 3) 分别加入控制变量后，其 treated* year

估计结果显著且稳健，因此，2007 年的第六次铁路

大提速对服务业发展的因果效应的确存在且稳健。

表 4 反事实检验回归结果

Tab. 4 Ｒegression results of counterfactual test

注: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 0. 1，＊＊p＜ 0. 05，＊＊＊p＜ 0. 01，结果由 Stata14 计算而得; 反事实检验的控制变量为年末总人

口 t_ pop，服务业就业人数 s_ pop，地区生产总值 gdp，固定资产投资额 invest，客运总量 trans，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

student。

3. 考虑自 2007 年以来各城市建设 “高新技术

开发区”的影响

自 2007 年以来国家陆陆续续在全国范围内建设

“国家级高新区”。高新区以高技术产业为基础，有

着完善发达、系统化的服务业发展基础，其对当地

的服务业发展有着强大的推动作用［13］。因此，为了

剔除政策效应的混淆，识别出提速带来的 “净效

应”，考虑控制这个后来的政策影响④。

如表 6 所示，在控制时间固定效应与城市固定

效应，仍然选用未含省会城市与直辖市与含省会城

市与直辖市的两个样本进行回归。列 ( 1) 未含有

关控制变量，treated* year 估计系数为 1. 463 8，并

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但存在严重的内生性

问题; 列 ( 2) 中加入经济变量如地区年末总人口、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

额以后，treated* year 估计系数为 0. 717 6，在 5%的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列 ( 3) 加入客运总量和普通

高等学 校 在 校 人 数 后， treated * year 估 计 系 数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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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40 9，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表 5 删除实验组中处在省会城市或直辖市方圆 100km 范围内的地州级市回归结果

Tab. 5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sample that excludes the prefecture－level cities within 100km of
the provincial capital city or municipality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注: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 0. 1，＊＊p＜ 0. 05，＊＊＊p＜ 0. 01，结果由 Stata14 计算而得; 删除的处理组中的地州级城市为苏

州、镇江、泰安、廊坊、新乡、孝感、株洲、清远、咸阳、九江与铁岭。

同样地，本文也类似基准回归，将未删除直辖

市和省会城市的样本进行回归。通过以上两个样本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考虑 HTZ 影响因素之后，

依然得到稳健的 treated* year 回归结果，其与基准

回归基本保持一致且稳健。

四、结论

“交通强国、铁路先行”，铁路服务作为国家战

略的根本需要，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承担着重要

的历史使命。本文研究表明: 在经历 2007 年的第六

次铁路大提速以后，部分受益的城市在服务业的发

展上相对领先于未受影响的城市，在服务业的产值

增加值比重上平均高出 0. 5% ～ 1. 3%，并且稳健性

检验之后结果仍然显著。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两

点建议。

首先，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可以带动当地的经

济发展，并且可依靠其优势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目前我国很多地级市还是以第二产业为城市发展的

基础，传统的第二产业高能耗、高排放、污染严重

且经济运行效率低下。在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

背景下，绿色、可持续、高效率的现代服务业无疑

是未来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因此，发展完

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必将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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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考虑高新区 ( HTZ) 建设影响的回归结果

Tab. 6 The regression results in terms of the impact of high－tech zone construction

注: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 0. 1，＊＊p＜ 0. 05，＊＊＊p＜ 0. 01，结果由 Stata14 计算而得; 列 ( 1) 和 ( 4) 中没有加入控制变

量; 列 ( 2) 与 ( 4) 中加入了年末总人口 t_ pop，服务业就业人数 s_ pop，地区生产总值 gdp，固定资产投资额 invest 基本经

济变量; 列 ( 3) 和 ( 6) 在列 ( 2) 与 ( 4) 的基础上加入了客运总量 trans 和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 student。

进而促进经济健康、高效、绿色增长。其次，在我

国现阶段开展 “扶贫攻坚”政策的背景下，大力发

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必将助力该政策的稳步推进

并且获得良好的政策效果。我国的贫困地区如 “老

少边穷”地区，往往由于先天的历史、地理、自然

等条件，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造成额外的 “交

易成本”和经济效率损失。交通基础设施作为促进

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不仅可以带动结构

的转型和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且可以缩小区际

贫富差距，改善民生。

注释:

①我国普速铁路自从 1997 年开始展开过六次大提速，分别

在 1997、1998、2000、2001、2004、2007 年。其 中 2004

与 2007 年的两次规模较大，2004 年提速的铁路线有京哈

线、京沪线与京广线，2007 年提速的铁路线的有京哈线、

京沪线、京广线、胶济线、陇海线、兰新线、浙赣线、武

九线与广深线。2007 年较 2004 年开行的快速列车更多

( “D－动车组列车，时速 200km 以上”和“Z－直达特快列

车，时速 160km” ) ，并且提速规模更广，因此本文选择

2007 年的第六次铁路大提速为研究对象。

②此处本文更关注的是 2007 年的第六次铁路提速带来的净

效应。由于 2004 年的铁路提速仅仅是京广线、京沪线及

京哈线三条铁路线，其规模远比 2007 年的第六次提速的

小，并且在图 2 中可以看出 2004 年之后实验组相对与控

制组在服务业发展趋势上有小幅度的上升但在短期内又回

到相平状态，因此本文在做平行趋势假设检验时时间点以

2004 年开始，这能较好地确保识别 2007 年第六次铁路大

提速净效应的准确性。

③城市间距离的测算借鉴《列车时刻表》中城市－城市的距

离。相比公路而言，城市间铁路线单一、长期稳定并且数

据统计由国家铁道部统计而得，可靠性较强。

④本文控制了实验组中在 2007 年及以后建立“高新技术开

发区”这一政策影响。如果某城市在 2007 年之后建立了

“高新技术开发区”，则虚拟变量 HTZ = 1，否则 HTZ = 0。

“高新技术开发区”城市名单来自 www. gov.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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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Improvement
and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Evidence of the Sixth Ｒailway Speed Increase

WANG Fan
(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1620，China)

Abstract: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could reshape economic activity. Based on the quasi －natural experiment of the
sixth railway speed increase in 2007，the impact of the sixth railway speed increase o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service
industry was explored by using panel data and the idea of DI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ities benefiting from this
acceleration are relatively ahead of the cities not benefi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and the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is conclusion is still significant. In order to create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rvice industry，more investment should be mad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in China，especially in the western regions where the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is relatively weak.
Key words: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the sixth railway speed increas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Difference－in－

Difference model;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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